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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西部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民族问题、生态环境和历史原因等导致其贫困人口众多，是我国反贫困的主战场。自“十二五”以来，西部地区在农村反贫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扶贫对象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逐年增加，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户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但是，西部地区还存在部分地区脱贫任务艰巨、教育基础设施薄弱、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对此，西部地区在今后的反贫困过程中应精准定位贫困对象，有针对性的选择反贫困手段，不断提高反贫困资金使用效率，高效利用金融反贫困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机制的反贫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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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制约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经济学家不无忧虑地指出：贫困是滋生一切罪恶的温床，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责任。
建国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按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来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6亿逐年下降，截至2015年底，农村贫困人口数量降至5575万。尽管如此，我国的反贫困任务仍然艰巨，尤其是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止2015年，西部地区尚有国家扶贫重点县449个（占全国扶贫重点县67.5%），尚有农村贫困人口2914万（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50%以上）。因此，总结西部地区反贫困经验，掌握西部地区反贫困成效，找寻西部地区反贫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西部可持续的反贫困之路，对于西部地区的综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主要措施
“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在多方资金投入的基础上，通过多路径的反贫困措施和多模式的专项扶贫政策进行了积极的反贫困探索。
（一）多方投入的反贫困资金供给
“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在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引入社会各界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共同为反贫困工作提供了基础支持。
1、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
“十二五”期间，各级政府通过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包括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老区发展资金、少数民族资金和项目管理费等）为西部地区反贫困工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支持（表1）。

	                       表1  西部各省省级以上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单位:亿元

	年份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

	2011
	14.11
	-
	-
	33.05
	25.4
	20
	21.95
	9.28
	8.89
	17.62
	12.89
	-

	2012
	23
	52.99
	42.89
	42.11
	13.35
	24.5
	27.61
	13.92
	9.86
	27.85
	18
	14.85

	2013
	15.6
	44.69
	37.78
	50.24
	21.21
	27.57
	33.35
	16.93
	-
	30.94
	20.7
	22.98

	2014
	33.64
	46.26
	64.7
	57.78
	15.19
	31.9
	57.19
	21.35
	-
	37.5
	32.99
	26.1

	2015
	40.1
	51.6
	52.56
	61.12
	16.75
	29.78
	61.89
	17.02
	-
	45.37
	33.9
	31.9

	合计
	126.45
	-
	-
	244.3
	91.9
	133.75
	201.99
	78.5
	-
	159.28
	118.48
	-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扶贫开发年鉴》数据计算。



这些财政资金的投入为改善贫困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提供了基础保障。
2、东部地区向西部投入援助资金不断增多
“十二五”期间，东西扶贫协作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投入的政府援助资金和社会捐助资金不断增多（表2），这些资金主要用于道路建设、产业开发、文化教育投入、医疗卫生投入、援建卫生院和养老院、资助贫困学生等方面。

	                       表2  “十二五”期间东部向西部投入的援助资金规模         单位:亿元

	年份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财政援助资金规模
	8.47
	8.72
	11.81
	13.38
	14.51

	社会捐助资金规模
	1.04
	1.62
	1.5
	1.07
	0.75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扶贫开发年鉴》数据计算。



从西部省区来看，2015年共有六个省（区）得到了东部地区超过1亿元的政府援助资金支持，分别是云南省（3.99亿元）、贵州省（3.41亿元、四川省（1.8亿元）、甘肃省（1.19亿元）、宁夏回族自治区（1.18亿元）和内蒙古自治区（1.09亿元）。
从财政援助资金投入来看，2015年提供政府援助资金最多的是上海市（提供4.57亿元财政援助资金），第二位是浙江省（提供1.6亿元财政援助资金），第三位是福建省（提供1.18亿元财政援助资金）。
从社会捐助资金投入来看，2015年社会捐助资金最多的是上海市（提供0.24亿元），其次是广东省（提供0.11亿元）。
3、其他扶贫资金投入趋于多样化
除了各级政府的资金投入、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外，其他各种资金投入形式正趋于多样化，包括：行业扶贫资金投入、定点扶贫资金投入、社会组织扶贫资金投入、外资投入和个人投入等。例如：2013年35个国家机关和单位为甘肃省43个贫困县直接投入资金9970.3万元；2014世界银行五期扶贫项目对陕西投资2.94亿，在209个项目村注册建成社区发展资金互助社、吸纳社员9843户、向1710户社员提供贷款合计595.12万元等等。
（二）多路径的反贫困策略
贫困问题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在反贫困路径选择方面，应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反贫困策略。“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主要采用了以下策略：
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发展条件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反贫困的重要工作，也是反贫困的初级路径。“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地区后续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其中甘肃、青海等省份针对自身基础设施薄弱的特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完成了大量工作。
“十二五”期间，甘肃省在农村道路修筑、农田改良、农田灌溉、河堤治理、饮水安全、农电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方面成绩显著。例如：2013年拓宽砂化道路780千米，砂化道路1493千米，硬化道路1226千米，修便民桥103座，涵洞22个；新修梯田17.06亩；建成集雨节灌903眼，衬砌渠道507千米，小型提灌工程35处，塘坝17个；治理河堤66千米；人饮工程206处，人饮水窖200眼。2015年甘肃再投入80.81亿元完成建制村通畅工程11025千米；投入199.99亿元解决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投资23.72亿元进行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投入16.42亿元进行农村危房改造。
“十二五”期间，青海省在村道路修建、经济林建设、省级技术转化研发平台等方面成绩显著。例如：2014年青海投资46亿元，建设村道公路、便民桥梁；投资5亿元改扩建县级汽车站、乡镇站；投资4.76亿元，解决27.66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投资9.25亿元，解决1.27万户、5.07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投资1.05亿元建设经济林15.63万亩；建设9个省级产业技术转化研发平台；投资7.66亿元，实施“1020”科技支撑工程项目。
2、通过产业扶持开发建立贫困地区造血机制
产业开发扶贫是指贫困地区在国家或地区政府的必要扶持下，借助市场力量，利用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将贫困农户纳入到生产、流通领域中，进而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可以看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是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贫困地区脱贫的核心手段，是培育贫困地区造血能力的重要机制。
“十二五”期间西部各省根据自身特点进一步发展本省特色产业，惠及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数量也进一步增加。
例如：青海省具有自然风光秀美、藏药资源丰富、高原动物种类繁多等特点，因此，“十二五”期间，其产业扶持政策重点是支持贫困农牧民发展经济林果、蔬菜、中藏药材等特色种植业，牦牛、藏羊、獭兔等生态畜牧业，特色文化旅游业和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贵州省通过命名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示范组织、现代高效农业扶贫示范园区来重点发展特色农作物种植业、草地生态畜牧业等；通过打造命名省级乡村旅游扶贫重点县和乡村旅游“小康寨”来发展旅游业。西藏主要通过落实产业扶贫开发项目（734个）、扶持龙头企业（6家）、培育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161家）等手段带动贫困户共同致富。甘肃再加大对贫困地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产业大户的扶持力度的基础上，将电子商务同扶贫结合，鼓励贫困地区开办网店（截至2014年末已达3万家）。陕西省在20个县开展资产收益精准扶贫试点，委托省供销集团入股涉农龙头企业，带动特色产业发展。
3、通过金融扶持助力贫困地区脱贫
贫困地区资金匮乏是不争的事实。贫困地区除了依赖有限的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外，还要积极利用金融资金这一潜力巨大的资金来源。此外，金融资金也是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十二五”期间，西部各省都在积极探索金融扶贫路径，其扶贫贷款也在逐年增加。
2014年广西扶贫小额信贷奖补试点县由10个扩大到20个，扶贫龙头企业获得扶贫项目贷款19.6亿元，贫困户获得小额贷款7.84亿元；贫困村互助金项目增加到510个，互助金总规模达9814万元；此外广西贫困片区农村扶贫试点示范项目被列入世界银行贷款2015-2017年规划备选项目，贷款额度1亿美元。重庆市组建村级互助社1327个，资金规模总量达到3.1亿元，入社农户达13.1万户，其中，贫困户5万余户。累积发放借贷5.2亿元，累积还款5.1亿元。贵州扶贫龙头企业获得贴息贷款融资17亿元，贫困农户获得小额贷款78亿元。西藏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80.13亿元（同比增长94.03%），其中农户获得87亿元，惠及全区95%的农牧户，受益户户均增收4000多元。青海投入资金1亿元作为风险质押金，引导金融部门以1：5的比例发放贷款，安排5000万资金对基准利率全额贴息，共落实贷款7.1亿元；此外，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投入资金1.8亿，在省内9县开展免抵押、免担保、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小额贷款工作。
2015年内蒙古实施金融扶贫富民工程，累计发放扶贫贷款154.56亿元，其中直接到户贷款134.29亿元；广西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7.08亿元，同时继续推进金融扶贫“百千万工程”，175家扶贫龙头企业、805家扶贫农民专业合作社乃入支持范围；四川15.3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合计25.2亿元等。
4、通过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国内外相关研究给出了很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法，包括增进儿童和母亲的健康和营养、放宽深化教育政策、支持资产积累和资产的公平转移、应对歧视与赋权于女性、提供人生历程中不同时间点的社会保护、支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来创造财富等等。我国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期间主要采取的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目的的反贫困措施就是雨露计划等。
以2014年相关政策为例，广西对农村贫困家庭“两后生”职业学历教育补贴每人每学年3000元（比2013年增加1000元），获得资助人数2.92万人（比2013年增加40.4%）；对扶贫巾帼励志班每人每学年补助4000元（比2013年增加1500元）；资助普通高校学历教育学生1.69万人（比2013年增加1590%）；短期技能培训0.56万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12.04万人。
重庆投入雨露计划财政专项资金近1.1亿元，培训贫困群众13万余人次；建立贫困大学生救助专项资金1200万元，为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定向招生200名；雨露改革试点资助2.1万人；雨露工程资助贫困大学生1100人。
贵州投入财政扶贫资金1.23亿元，分别对“两后生”实行三年免费中职教育、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扶贫产业技术培训、民间技艺培训、“企业招工+培训+就业”三位一体培训等。
云南投入资金1.06亿元，培训贫困地区劳动力12万人，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12万人；开展雨露计划实施方式改革试点，在23个试点县发放补助金3630万元，惠及2.42万人。
陕西投入资金0.9亿元，培训“两后生”2万人、培训劳动力就业创业3万人、培训致富带头人1260人、资助大学生6.36万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100万人。
青海安排1500万元对1万名贫困劳动力进行短期培训；安排500万对2500名中高等职业学历教育的贫困生进行补助；安排1000万元对2000名藏区“两后生”进行资助；安排200万元扶持200个大学生团队、500名贫困大学生实施创业；另外安排255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雨露计划实施方式改革试点。
5、通过易地搬迁解决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的问题
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是导致某一地区居民整体贫困的重要因素，这一自然因素使得居民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通过就地改变自然因素来反贫的措施往往难度大、成本高、效果差，因此实施异地搬迁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2014年内蒙古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生态脆弱地区移民扶贫规划（2013-2017）》的要求，累计完成异地搬迁投资14.7亿元，完成搬迁2.3万户、7.3万人，无土安置就业1073人次；重庆下达市级以上高山生态扶贫搬迁专项资金15.3亿元，安排搬迁17.6万人，累计启动建成集中安置点729个，住房已竣工面积达933.75万平方米，涉及搬迁人数26.68万；四川省把搬迁户住房建设同农村危房改造、游牧民定居结合，投入资金38.77亿元，完成搬迁4.15万户、19.23万人；陕西省印发《陕北关中移民搬迁规划实施指导意见》，将特困人口搬迁安置纳入全省规划，2014年全年，陕北地区搬迁2.6万户（9.88万人），秦岭北麓及位北旱塬地区搬迁0.83万户（3.3万人），陕南地区搬迁2.7万户（10.9万人），均超额完成任务。青海投入5.48亿元，在139个村实施异地搬迁项目114个，安置1.36万户；宁夏安置搬迁27.78万人，累计投入资金91.47亿元。
2015年内蒙古完成搬迁移民2.17万户（7.33万人）；广西开工建设安置点183个；四川完成搬迁移民7.7万户9万人；贵州全年完成建设扶贫生态移民住房45987万套，异地搬迁20万人；云南安排异地搬迁3万人；西藏安排搬迁1500户；陕西安排搬迁11.6万户（40.6万人）；甘肃安排搬迁3.5万户（17.1万人）等。
（三）多模式的专项扶贫政策
专项扶贫政策是针对特殊对象所采用的专项反贫困策略，“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主要使用了以下专项扶贫模式：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整村推进、特殊地区综合治理等。
1、通过扶贫攻坚加速连片特困地区脱贫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676元（2011年），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全国综合排名最低的600个县有521个在片区内，因此不难看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已成为近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重点在中西部地区，难点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集中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大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壮大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改变连片特困地区面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期已经过半，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例如：滇黔桂石漠化区在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份的资金支持下从2000年到2014年的5年间石漠化面积减少19%，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7.8%，修建片区公路3777千米，完成危房改造7.98万户，片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108.7万中小学生。2014年重庆对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两大片区共完成投资5410.9亿元，分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3396亿元）、产业发展（1285.5亿元）、民生改善（431.4亿元）、能力建设（23.4亿元）、生态环境建设（121.2亿元）。2014年贵州对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和滇黔桂石漠化区共投入资金65.6亿元，用于产业建设、修建通村组路、培训转移和生态移民等。2014年云南分别对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和西藏区投入资金351.64亿元、272.22亿元、972.38亿元和63.98亿元。2014年陕西为连片特困地区投入资金1213亿元，比2013年增加531亿元。2014年青海对六盘山地区进行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3.16亿元，对西藏区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08.54亿元，落实各类水利资金56.18亿元，解决24.9万农牧民的饮水安全问题，火电、水电和风电项目总投资78.85亿元，光伏项目投资98.95亿元，电网投资41.33亿元。新疆安排18.21亿元、实施1355个对南疆三地州进行投资。内蒙古对全盟片区投资55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00.2亿元）、产业发展（188.7亿元）、民生改善（104.7元）、能力建设（64.2亿元）、生态环境建设（1.3亿元）和公共服务（96.9亿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0.6亿元，比2013年提升8.1%。
2、通过整村（乡）推进实现区域脱贫
整村（乡）推进扶贫开发模式是扶贫开发模式由以项目管理为中心的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和“到村到户”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扶贫模式转变的重点。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的前4年，整村（乡）推进就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四川省将15.85亿元投入到500多个贫困村，用于基础设施改造、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完善卫生文化教育设施、培养种养专业大户、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农村商贸网点等。
西藏自治区投资15.53亿元，对189个乡镇实施了整乡推进政策，相关资金主要用于改造中低产田，改良天然草场、草场围栏、人工种草，修建水渠、水塘，改善农田草场灌溉面积，建设乡村道路、桥梁等。
甘肃省通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部门整合资金、贴息贷款等共投入66.84亿元用于1066个整村推进项目，完成了种植业、养殖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素质提升、贫困村互助资金等目标任务。
3、通过特殊地区综合治理解决异质性贫困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贫困的内部异质性程度较高，部分地区存在特殊的贫困问题。因此在一些特殊类型的困难地区开展了符合当地特点的反贫困工作。
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兰县、巴马县、凤山县，集中力量开展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大会战；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展扶贫开发与综合防治大骨节病相结合的试点；在贵州省晴隆县开展石漠化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试点；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合奇县开展边境扶贫试点等等。
二  西部农村地区反贫困成效
2015年全国减少贫困人口144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7.2%下降到5.7%，再次超额完成年度减贫1000万以上的任务。该项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中期目标已顺利实现。在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从2010年到2015年底，农村贫困人口从1.66亿减少至5575万，减少了一亿多人；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273元增加到2015年的6828元，增幅连续5年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在此背景下，西部农村地区反贫困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由17.2%降至5.7%，累计降低11.5个百分点。无论是农村地区、农村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还是农村非贫困地区，其减贫效果均比较为显著。
1、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从西部地区农村的整体情况来看，“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表3），由2010年的8430万人减少至2015年的2914万人，累计减贫人数5516万人。

	表3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

	年份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万人)
	8430
	6345
	5086
	4209
	3600
	2914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量（万人）
	-
	2085
	1259
	877
	609
	686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计算。



2、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从西部各省贫困地区的统计数据来看（表4），“十二五”期间西部各省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逐年减少，截至2015年末，西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为2192万人，比2012年减少1386万人。

	                         表4  “十二五”期间西部各省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数           单位：万人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
	合计

	2012年
	103
	399
	756
	744
	85
	312
	540
	82
	36
	138
	134
	249
	3578

	2105年
	68
	203
	444
	448
	48
	180
	296
	42
	23
	101
	66
	135
	2054

	2015年比2012减少量
	35
	196
	312
	296
	37
	132
	244
	40
	13
	37
	68
	114
	1524



3、农村非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同步缩减
“十二五”期间西部非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也在同步缩减（表5），除内蒙古外，其余省份的贫困人口均大幅度减少，从2012年的3520万人，降至2015年的2875万人，减少了645万人。

	                表5  “十二五”期间西部各省非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情况        单位：万人

	年份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
	合计

	2012年
	59
	325
	167
	60
	171
	56
	24
	135
	5
	506
	3520

	2015年
	20
	197
	63
	23
	108
	29
	14
	79
	10
	317
	2875

	2015年比2012年减少量
	39
	128
	104
	37
	63
	27
	10
	56
	-5
	189
	645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计算。



（二）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十二五”期间，西部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改善，其收入水平有较大提升，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均趋于合理，基本生活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1、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收入结构趋于合理
“十二五”期间，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逐年提升，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56元，从分省数据来看，西部各省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有较大增长（表6）。与2013年数据进行比较，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额最高的省份是重庆，其增加额为1989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额最少的省份是甘肃，其增加额为1295元；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最高的省份是贵州，其增加率为29.04%，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率最低的省份是新疆，其增加率为22.64%。

	表6  “十二五”期间西部各省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

	2013年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7131
	6282
	5557
	5616
	6553
	6162
	4487
	6462
	5840
	5986
	6545
	6252

	2015年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9120
	7966
	7171
	7070
	8244
	7692
	5782
	7933
	7255
	7341
	8201
	7927

	2015年比2013年增加（元）
	1989
	1684
	1614
	1454
	1691
	1530
	1295
	1471
	1415
	1355
	1656
	1675

	2015年比2013年增长（%）
	27.89 
	26.81 
	29.04 
	25.89 
	25.80 
	24.83 
	28.86 
	22.76 
	24.23 
	22.64 
	25.30 
	26.79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



从收入结构来看，“十二五”期间，西部贫困地区收入结构也趋于合理（表7），工资性收入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已基本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和中部水平（与东部地区还有较大差距）。此外，转移净收入占比也在增加，且高于东部水平（但低于中部水平）。

	
	表7  “十二五”期间西部贫困地区收入结构

	
	工资性收入占比（%）
	经营性收入占比（%）
	财产净收入占比（%）
	转移净收入占比（%）

	2014年
	西部贫困地区收入结构
	31.3
	47.5
	1.2
	20

	
	中部贫困地区收入结构
	32.5
	41.5
	1.2
	24.8

	
	东部贫困地区收入结构
	46
	33.7
	1.1
	19.1

	
	全国贫困地区收入结构
	32.7 
	44.3 
	1.2 
	21.9 

	2015年
	西部贫困地区收入结构
	32
	46.2
	1.2
	20.6

	
	中部贫困地区收入结构
	33
	40
	1.2
	25.8

	
	东部贫困地区收入结构
	48.2
	32.2
	1.3
	18.3

	
	全国贫困地区收入结构
	33.4
	42.9
	1.2
	22.5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计算。



2、消费支出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合理化
“十二五”期间，西部贫困地区人民消费支出水平不断提高，2015年人均消费支出为6421元，从分省数据来看，西部各省贫困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均有较大增长（表8）。与2013年数据进行比较，贫困地区人均可消费支出增加额最高的省份是重庆，其增加额为1728元，人均消费支出增加额最少的省份是新疆，其增加额为509元；贫困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最高的省份是西藏，其增加率为36.03%，人均消费支出增加率最低的省份是新疆，其增加率为10.34%。
	
	表8  “十二五”期间西部各省贫困地区人均消费支出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

	2013年贫困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元）
	6442
	5527
	5327
	4413
	4102
	5840
	4313
	7506
	5616
	4925
	6467
	5764

	2015年贫困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元）
	8170
	6903
	6498
	5686
	5580
	6934
	5452
	8566
	7060
	5434
	7886
	6991

	2015年比2013年增加（元）
	1728
	1376
	1171
	1273
	1478
	1094
	1139
	1060
	1444
	509
	1419
	1227

	2015年比2013年增长（%）
	26.82
	24.90
	21.98
	28.85
	36.03
	18.73
	26.41
	14.12
	25.71
	10.34
	21.94
	21.29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






从消费结构来看（表9），西部贫困地区消费支出结构不断优化，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逐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表9  贫困地区消费结构比较

	
	食品（%）
（恩格尔系数）
	衣着
（%）
	居住
（%）
	生活用品
（%）
	交通通信
（%）
	教育文化娱乐
（%）
	医疗保健
（%）
	其他
（%）

	2014年
	西部贫困地区消费支出结构
	38.1
	5.9
	19.2
	6.4
	10.8
	10
	8.1
	1.4

	
	中部贫困地区消费支出结构
	35.3
	6.4
	22.4
	6.4
	9.3
	9.8
	8.6
	1.9

	
	东部贫困地区消费支出结构
	31.4
	6.8
	23.1
	5.7
	10.9
	8.6
	11.5
	1.9

	
	全国贫困地区消费支出结构
	36.6
	6.2
	20.7
	6.4
	10.2
	9.8
	8.5
	1.6

	2015年
	西部贫困地区消费支出结构
	37.8
	6
	19.2
	6.2
	10.9
	10.4
	8.1
	1.4

	
	中部贫困地区消费支出结构
	34.6
	6.1
	22.6
	6.2
	9.7
	10.0
	8.7
	2.0

	
	东部贫困地区消费支出结构
	32.9
	6.8
	21.7
	5.2
	10.5
	9.6
	11.4
	1.9

	
	全国贫困地区消费支出结构
	36.2
	6.1
	20.7
	6.2
	10.4
	10.2
	8.5
	1.7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计算。



3、生活设施得到改善
“十二五”期间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生活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善，在居住房屋、照明使用情况、独用厕所情况和固定资产占有情况方面表现突出（表10）。

	表10  “十二五”末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生活设施状况

	地区
	居住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重（%）
	使用照明电的比重（%）
	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
	汽车
（辆/百户）
	洗衣机
（台/百户）
	电冰箱
（台/百户）
	移动电话
（部/百户）

	重庆
	4.2
	99.7
	98.7
	7.3
	79.3
	83.3
	206.6

	四川
	10.5
	99
	92.8
	5
	71.5
	66.2
	189.8

	贵州
	0.9
	99.8
	93.2
	10.7
	81
	62.3
	240.5

	云南
	5.5
	99.6
	81
	10.5
	69.8
	47.3
	224.1

	西藏
	2.5
	93.8
	71.5
	17.1
	44
	44.6
	173.4

	陕西
	10.2
	99.6
	96.1
	5.8
	82.9
	57.9
	219.8

	甘肃
	11.3
	99.8
	98.1
	8.3
	83.8
	48
	221.9

	青海
	4.3
	96.4
	93
	19.9
	91.4
	86.9
	249.6

	宁夏
	13.4
	98.7
	98.7
	18.2
	94.7
	74.6
	286.3

	新疆
	16.3
	99.7
	97.4
	6.2
	77.2
	66.5
	122.8

	内蒙古
	19.4
	99.9
	91.4
	15.3
	83.2
	84
	200.2

	广西
	1.2
	99.9
	95.9
	8.1
	64.8
	89.5
	245.6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



    从居住的房屋情况来看，除内蒙古、新疆、宁夏还有15%左右的农户居住的是竹草土坯房外，其余地区竹草土坯房的比重均在10%以下。
从照明电的使用情况来看，除青海、西藏约有5%的农户没有通照明电外，其余贫困地区照明电使用情况均超过了99%。
从独用厕所的使用情况来看，除云南和西藏外，其余地区均在90%以上，重庆、甘肃和宁夏达到了98%以上。
从固定资产占有情况来看，不论是移动电话的占有量、汽车使用率、电冰箱使用率和洗衣机使用率均逐步提升。其中移动电话的占有率是最高的，平均每户拥有一部移动电话，有些省份能达到一户三部（例如宁夏等）。汽车使用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每百户约17.1辆。洗衣机使用率最高的地区可以达到每百户89.9台。
（三）公共服务质量全面提升
“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得到了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农村地区社会救济水平不断提高。
1、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有所提高
“十二五”期间，西部各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道路交通和电力等方面成绩显著（表11）。

	表11  “十二五”末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状况

	地区
	通电的自然村比重
（%）
	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
（%）
	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
（%）
	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
（%）

	重庆
	100
	99.4
	55
	37.1

	四川
	97.3
	95.5
	74
	40.1

	贵州
	100
	95.9
	73.2
	50.1

	云南
	100
	99.1
	58.5
	41.3

	西藏
	92.1
	89.5
	57.4
	29.1

	陕西
	99.6
	98.3
	84
	65.5

	甘肃
	99.2
	99.1
	72.4
	66.3

	青海
	94.5
	93.9
	93.4
	74.7

	宁夏
	99.4
	96.9
	73.7
	73.1

	新疆
	99.3
	98.1
	90.8
	89.7

	内蒙古
	99.7
	93.7
	65.4
	67.6

	广西
	99.9
	93
	64
	38.5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



    截至2015年底自然村通电情况和通电话情况基本都达到99%以上。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来看，青海达到了93.4%，新疆达到了90.8%，最低的重庆地区也达到了55%。从客运班车的通车情况来看，贫困地区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最高的是新疆（89.7%），最低的西藏也达到了29%。
2、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反贫困工作的开展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表12）。截至2015年，宁夏有卫生站的行政村比重已达99.2%，重庆、贵州、云南、陕西、广西有卫生站的行政村比重已超95%，四川、甘肃、青海、新疆和内蒙古有卫生站的行政村比重略低，但也都超过了82%。并且这些卫生站中绝大多数都是由持有合法行医证的医生在执业。

	表12  “十二五”期间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

	有卫生站的行政村比重（%）
	98.4
	88.3
	95.6
	96.9
	73
	95.5
	92
	88.4
	99.2
	85.9
	92
	98.4

	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
	99.6
	77.8
	88
	95.5
	76
	89.4
	89.9
	84.1
	99
	71.3
	94.7
	89.1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



3、农村社会救济水平不断提升
“十二五”期间，西部农村地区社会救济水平不断提高（表13）。2015年末，西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2388.2人，占全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48.7%，比2010年减少249.1人；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约为422.9亿元，占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45.4%，比2010年增加209.7亿元。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下降的情况下，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增加了近一倍，可见，每个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获得的保障性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

	


	
	表13  “十二五”期间西部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

	2010年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116.9
	394.5
	534.7
	378
	23
	227.6
	326.7
	38
	33.2
	133.4
	115.6
	315.7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10.3
	31
	31.7
	31.2
	1.5
	25.7
	24.3
	4.3
	2.6
	11.8
	15.6
	23.2

	2015年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50.3
	405.5
	332.7
	455.3
	32
	161.7
	336.9
	31.8
	41.7
	131.8
	116.4
	292.1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亿元）
	9.8
	59
	61.8
	76.1
	4
	38.6
	55
	7.8
	9.5
	26.1
	31.2
	44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



三  西部地区反贫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15年末《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期目标已顺利完成，在各方资金支持下，西部地区反贫困工作也已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存在以下一系列问题。
（一）部分地区脱贫任务依然艰巨
“十二五”以来，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一直呈现大幅减少的状态，但从分地区数据来看，仍有部分地区脱贫任务艰巨，需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其贫困问题。
从农村贫困发生率来看，“十二五”末年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5.7%，西部12省（区）中低于该标准的仅有重庆、四川和内蒙古三个地区，其余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仍较高，有的地区甚至达到18.6%。从农村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来看，“十二五”末年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13.3%，西部12省（区）中低于该标准的有重庆、四川、内蒙古、宁夏、广西和青海六个地区，其余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仍较高（表14）。因此，西藏、新疆、甘肃、贵州、云南和陕西应成为下一步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区域。

	
	表14  贫困发生率超过全国水平的省份

	省份
	全国
	西藏
	新疆
	甘肃
	贵州
	云南
	青海
	陕西
	广西
	宁夏

	农村贫困发生率(%)
	5.7
	18.6
	15.8
	15.7
	15
	12.7
	10.9
	11
	11
	8.9

	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
	13.3
	18.6
	15.8
	18.3
	15.3
	17.4
	-
	13.6
	-
	-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



从收入水平来看，“十二五”末年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22元，西部12省（区）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高于该标准的，最高的重庆和内蒙古也仅为10505元和10776元。从农村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十二五”末年全国农村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53元，西部12省（区）中有五个省区低于该标准，分别是贵州、云南、甘肃、宁夏和新疆，其中甘肃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5782，比全国水平低2000余元。因此，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增收问题仍是下一阶段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尤其是甘肃、贵州、新疆、云南、宁夏等省份贫困地区农户增收问题更是迫在眉睫。
（二）自然条件约束不容忽视
受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影响，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这是制约西部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自然环境来看，广西、云南的喀斯特地貌使得这部分地区石多土少、地表土易于流失、易涝易旱、蓄水能力差、地下水污染，贵州、云南、广西的石漠化使得这些地区地表出露岩溶岩体、水土流失、旱涝交替，甘肃、贵州的高原地形不利于大规模农耕等等。以上这些自然环境的现实都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展现出“生态失调-生产落后-生活贫困”的局面。
从自然灾害发生情况来看，“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受灾面积有所减少，但截至2015年底，仍有8299.3千公顷的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威胁（这些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旱灾、水灾、风雹灾和霜冻灾等），并且成灾比例始终居高不下，截至2015年成灾比例高达59.8%（表15）。

	表15  西部地区自然灾害状况

	年份
	受灾面积(千公顷) 
	成灾面积(千公顷) 
	成灾率(%)

	2005
	12786.1
	7211.2
	56.4

	2010
	15532
	8463.5
	54.5

	2014
	10660.1
	5515.4
	51.7

	2015
	8299.3
	4962.4
	59.8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



    由此可见针对这些地区如果一味采取自然资源开发式扶贫，不但不能实现反贫的目的，反而会加重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进一步引发更为频繁的自然灾害发生。因此，在自然条件约束明显的地区，一方面可以考虑通过科技手段降低成灾率或者可以考虑通过移民搬迁的方式来规避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以保护环境为前提的特色旅游等手段为当地居民创收。
（三）教育基础设施尚需完善
教育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提高农村地区劳动力素质的前提，是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第一步。“十二五”期间，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教育基础设施仍显不足（表16）。从全国来看，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行政村比重为56.7%，有小学且就学便利的行政村比重为63.6%，而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行政村比重和有小学且就学便利的行政村比重远低于全国水平。从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行政村比重来看，除云南、新疆和广西外，其余各省均低于56.7%，最低的西藏地区仅为34.1%；从有小学且就学便利的行政村比重来看，除贵州、甘肃、云南、新疆和广西外，其余省份均低于63.6%，最低的内蒙古地区仅为25.3%。

	表16   2015年末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状况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广西

	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行政村比重（%）
	42.8
	44.9
	56.4
	60.2
	34.1
	41.6
	51.3
	40.7
	38.8
	77.3
	39.1
	71.8

	有小学且就学便利的行政村比重（%）
	45.3
	44.5
	72.4
	82.1
	27.9
	38.8
	73.9
	43.6
	78
	81.3
	25.3
	85.3

	资料来源：2016年《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



（四）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升
从扶贫资金管理部门来看，各省的财政部门、发改委等都是扶贫资金的管理部门，各部门在使用方向、原则、程序和管理上都有不同的制度规定，这就使得扶贫资金的使用难以形成合力。
从财政扶贫资金到位时间来看，“十二五”期间，各省财政扶贫资金一般分阶段到位，其中第一批资金到位时间一般在5月左右，已错过农作时节，因此对农户来说较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财政扶贫资金投向来看，“十二五”期间，每年省级以上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到农林牧渔和农产品加工领域的比例仅为20%左右，其余80%左右都投向了交通、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即使是一些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善的地区，其基础设施投入仍占较大比重。这就使得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有偏离扶贫项目、偏离贫困农户的趋势，这一趋势很容易造成无效投入大，贫困人口受益少的局面。
（五）反贫困主体单一
“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反贫困工作依然以政府为主，非政府组织的潜能开发仍显不足。在实践中，政府借助其拥有的特殊权威以最大和最主要的组织者身份，决定着扶贫机构的设置和扶贫方针的制定，也决定着扶贫资金的规模、流向和扶贫计划的实施。这种以政府为扶贫开发主体的模式，曾为我国反贫困工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统一组织和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是无法进行的。但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政府对一些扶贫工作已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就需要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但事实上，由于政策宣传不足、扶贫监管机制不健全、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不足、贫困人口对扶贫开发认识不足等原因造成非政府组织不愿或不能参与扶贫，从而导致非政府组织反贫困潜能发挥不足的问题。
（六）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是制约反贫困效果的微观因素，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反贫困工作的重点。纵观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数据不难发现，贫困人口一般思想观念比较落后、致富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较差，思想观念的落后和贫困本身两大因素导致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贫困人口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约了贫困人口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贫困人口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使得这部分人群增收渠道较窄，从而加剧了自身的贫困，进一步导致贫困人口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双低，甚至加大了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整个过程使贫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严重制约反贫困效果。
1、贫困人口思想观念落后导致积极反贫困的动力不足
一般来说贫困人口的社会环境封闭、生活方式稳定，表现出强烈的恪守旧规、安于贫困、畏惧风险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贫困人口思想保守、不思进取、缺乏竞争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导致的结果就是“依赖政府的被动救济排斥市场机制的主动自救”。政府一直将西部地区作为反贫困的主战场，各方援助工作的力度也是逐年加强，对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也一直进行着重点帮扶，这些帮扶政策使贫困地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贫困群众产生了较严重的依附心理，毫不犹豫的将脱贫致富的愿望寄托于各级政府，一遇到困难就选择向政府要钱、要物、要粮，从而解决燃眉之急。这种缺乏市场机制的反贫困不仅导致相关反贫困项目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导致贫困人口懒于通过接受教育或自我学习来提升自身劳动力素质，难以形成贫困人口的长效增收机制。
2、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劳动力素质不高、增收渠道狭窄
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贫困人口本身受教育的意愿较低，二是贫困人口的贫困现状导致其受教育的能力较低。这种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得贫困人口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差、思想观念陈旧。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这部分贫困人口将很难适应：留在农村无法适应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率低，农业收入少；进城务工难以运用新技术，只能从事低端手工劳动，收入渠道狭窄，从2014年数据来看，西部贫困人口每年可支配收入平均为7700元，比全国贫困人口每年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10489元）要低2700左右。因此不难看出，提高贫困人口的质量，才是破解贫困的根本。而我们多年来的反贫困工作一直比较关注资金投入的多寡，较少关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四  西部地区反贫困工作的政策建议
（一）准确定位贫困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反贫困手段
贫困对象的准确定位是精准扶贫工作的第一步，因此应精准识别贫困片区、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等并对其进行动态管理。在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选择反贫困手段，从而提升反贫困效率。具体操作过程应为：（1）识别贫困对象；（2）分析各种反贫困手段的适用范围、适用阶段和实施方式；（3）分析反贫困对象的贫困特点、贫困成因等自身特点；（4）在反贫困手段和反贫困对象中进行合理匹配；（5）协调选定的各种反贫困方法间的关系，使各种反贫困手段有序的用于反贫困对象；（6）实时监控反贫困过程，及时对贫困对象和贫困手段进行动态管理。
1、治理生态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一方面应积极开展生态建设以促进植被保护和恢复。按照多种类植物相结合的原则开展林种丰富、功能多样的生态林建设；有计划的对陡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或封山育林；大力开展以提高耕地保水保土能力的缓坡地改梯田工作。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新能源，以新能源的使用来保护环境。例如，通过大力发展沼气池来改善农村能源结构、节约薪柴消耗。
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各地区应按照2016 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部署开展交通基础设施扶贫，增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能力以贫困乡、村为单位，加强基本农田、基础设施、环境改造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争做到行政村通电、通水、通路、通邮、通广播电视，有卫生院、有卫生室、有幼儿园、有学校、有活动室。
2、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是实现贫困地区“造血”式扶贫的关键，因此，对于缺少产业支撑的贫困地区，应加大产业扶持力度。首先根据当地的特点发现该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接着根据当地人文习惯培育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或合作社；最后通过龙头企业或合作社带动当地产业的全面发展。
但是，在产业扶贫过程中需要注意提高主体参与能力、激发主体参与动力、突破主体参与障碍，构建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避免目标偏离、实践变形、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异化为政府主导下的被动参与的问题。
3、合理有效的进行农户补贴
对于因特殊原因致贫的农户，应根据其致贫原因给予有效的特殊帮扶。例如：对于因病致贫的农户，应给予积极的社会救助，同时鼓励农户借助社会保障体系和商业保险等途径进行提前预防；对于因短期资金周转问题而导致的生产中断，应积极引导其利用小额信贷等金融力量；对于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政府应给予有效的最低生活保障帮扶等。
4、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
提升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属于“造血”式扶贫的范畴，其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基础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科技扶贫项目带动等几类。西部贫困地区应继续加大相关项目的资金投入，并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高效率。
基础教育是提升贫困人口素质、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贫困学生“两免一补”力度、逐步提升基础教育年限。在此基础上政府应通过多方手段提高贫困大学生补助力度，从而稳步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贫困人口比例。
根据市场需求及贫困人口自身特点，对贫困人口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贫困人口劳动力素质的有效方法，可以在短期内增加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和增收途径。因此各地政府可以采用引导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科技培训等不同培训方式、不同培训内容对贫困人口进行有计划的、有针对的培训。
科技示范区、科技示范户、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等科技扶贫项目本身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可以通过积极参与相关项目来提升自身科技水平。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科技示范推广的经费投入，大力发展科技示范区、大力培养科技示范户、加快农业科技人户工程的实施、加快贫困地区信息入乡工程建设；另一方面应积极动员各大科研院所为当地贫困地区提供有针对性的科技项目和扶贫策略。
5、培养贫困人口致富意识
贫困人口的致富意识是贫困人口积极反贫困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反应。贫困人口致富意愿强烈能够对反贫困政策起到正向激励作用；贫困人口致富意愿不强则会降低对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应积极培养贫困人口的致富意识。具体来说就是首先要改变“等、靠、要”的思想观念，其次要正确引导贫困人口的市场意识。
贫困人口思想保守、不思进取、缺乏竞争意识的现实使得西部贫困人口“等、靠、要”的思想观念较为严重，这种思想严重制约了贫困地区的发展。因此一方面应努力加强贫困地区领导干部的领导意识，在反贫困工作中充分发挥应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主动探索适合所在地区的反贫困措施，努力调动群众的反贫困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转变贫困人口生活方式，引导发挥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激励贫困人口坚持不懈的从自身出发进行积极的反贫困。
一方面，贫困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闭塞、经济形式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等因素并未真正融入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现有的反贫困策略多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引进各种开发项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迫使贫困地区人口必须逐步树立市场意识，并且只有树立了市场意识，贫困地区才能更好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要建立市场意识，但也不能完全迷信市场，而忽略政府的作用。
（二）提高反贫困资金使用效率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就是要从扶贫资金的投入、分配、管理和监督等环节入手分别解决资金投入不足、分配结构失衡、管理机制不全、监督缺位等问题。
1、加大资金投入来源
加大资金来源一方面是要增加资金的来源渠道，建立稳定的扶贫资金增长机制，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来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积极吸纳外来资金，改变目前扶贫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局面；二是要要积极对各项扶持资金进行整合，将财政扶贫资金、信贷扶贫资金、社会捐助资金等进行集中管理、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使有限的扶贫资金能够发挥最大的扶贫效益。
2、优化扶贫资金分配结构
优化扶贫资金分配结构就是要创新扶贫资金分配机制，根据贫困地区的贫困特点进行科学分析，确定适当的资金分配金额，调整资金分配结构，明确资金投放重点，使扶贫资金能够真正服务贫困人口。在资金投放对象方面，要加大对特困人口的扶持力度，以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为目标；在资金分配结构方面，要合理安排经济发展项目、民生保障项目、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农民基本素质提升项目等的投放比例。
3、健全扶贫资金管理机制
改革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就是要改变我国现存的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层级过多、机构庞大、全责分散、审批环节多、审批手续复杂等问题。具体包括：（1）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制订科学合理的资金管理办法，建立统一规范的扶贫资金预算机制；（2）明确扶贫资金管理部门，在所辖地区设立相应派出机构，对扶贫工作进行统一管理，从而改变扶贫权责分割、机构重叠、职能重复的现状；（3）简化扶贫资金审批程序，设立标准化审批流程，在审批资金项目时努力提高资金审批效率。
4、完善扶贫资金监督机制
完善扶贫资金监督机制有利于扶贫资金合理分配和高效使用，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监督机制：（1）尽快出台有关扶贫资金监管的规章制度，将扶贫资金监管制度化；（2）建立有利于向公众、各级人大、审计部门和社会公众公开的、关于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公示制度；（3）建立包括问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绩效考核机制，及时对投放资金项目进行验收评价。
（三）积极运用金融反贫困机制
金融反贫困是相对于财政反贫困而言的，是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通过信贷、保险等形式，满足贫困人口的资金需求，具体包括拓宽贫困地区融资渠道、创新反贫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等。
1、拓宽贫困地区融资渠道
拓宽贫困地区融资渠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民间借贷在贫困地区发展有其自身的信息优势，因此可以通过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使民间借贷成为贫困地区金融资金供给的有效补充；（2）鼓励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在区外进行融资，通过这种直接融资的方式，将区外资金引入贫困区内；（3）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来支持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企业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通过资本市场将贫困区外资金和管理人才吸引至贫困地区，帮助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2、创新反贫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创新反贫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普及小额信贷业务，使小额信贷业务真正成为贫困人口可以享受到的金融产品；（2）通过创新互联网金融等新型渠道的金融产品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规避交易风险等，进而为贫困地区提供现代化的金融服务。
3、建立农业保险制度
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是造成以农业、种植业、放牧业为主的贫困地区返贫的重要因素。建立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引进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可以分散自然灾害风险、减轻农民的负担、缓解其贫困贫困状况，从而降低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可能性。因此政府应积极引进农业保险业务，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切实制订具有针对的保险种类，根据贫困地区人口的接受能力，以及受灾程度的不同，划分不同等级的保费缴费金额以及灾后补偿金额，在维持保险机构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切实减轻贫困人口的灾后损失。
（四）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机制的反贫困作用
1、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是引发贫困的又一因素，也是造成脱贫人口“返贫”的重要因素。因此西部贫困地区应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采取政府积极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包括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以确保贫困人口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同时鼓励农民通过积极参加各种商业保险来避免突发事件造成返贫现象的发生。
2、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政策是国家通过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利用贫困地区现有的自然资源或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开放性的生产建设，使贫困地区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商品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收入增加、摆脱贫困状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有特殊困难的人民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实现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障的有效衔接，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在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对贫困地区进行扶贫开发，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